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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文化与历史记忆】

汉魏之际中原名士的流迁与影响∗

杨　 强　 　 　 张 丽 君

摘　 要：汉魏之际，中原混战，中原名士流迁诸政权。 由于阶层的差异，中原名士对流迁地的选择及其影响也是不

同的。 中原名士流迁诸政权的主要目的是在避乱保身的同时实现立功立事的抱负，故流迁地的政治、经济环境以

及统治者的出身和政策对其选择流迁地具有较大的影响。 随着中原名士在流迁地进行的学术和文化活动，其重义

轻利的思想观念及文化风尚逐渐在流迁地传播开来，不仅对诸政权的奢靡之风具有一定的遏制作用，而且对流迁

地的文化风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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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原地区作为汉末人才集中地和政治、文化中

心所在地，该地域名士群体的向外迁移，一定程度上

会给迁居地带来思想观念和文化风尚的影响。 对于

汉末中原名士的流迁①，学界多从政治史的角度进

行论述②，而较少从移民史、社会文化史的视角去探

讨中原名士的流迁情况。 鉴于此，本文拟对中原名

士流迁诸政权的原因和影响作进一步的探讨。 不当

之处，敬请指正。

一、中原名士流迁的类型

据史籍记载，汉魏之际，中原名士大多选择迁居

冀州、荆州、益州和扬州，共有 ３９ 人。 其中，流迁冀

州者有颍川人荀彧、荀谌、辛评、辛毗、郭图、郭嘉、胡
昭，汝南人应劭，共 ８ 人；流迁荆州者有颍川人司马

徽、杜袭、赵俨、繁钦、徐庶、石韬、荀攸、邯郸淳，汝南

人孟建、王儁、和洽，共 １１ 人；流迁益州者有汝南人

许靖、陈袛、陈裕、陈到，南阳人来敏、李严、邓芝、吕
乂、魏延，共 ９ 人；流迁扬州者有颍川人冯熙、周昭，
汝南人胡综、吕范、吕蒙、屈晃、陈化、程秉、何定、许
劭、袁忠，共 １１ 人。 由于阶层的差异，中原名士流迁

诸政权的目的和类型也是不同的。 现具体考述

如下。
１．受邀

因声名远播而被各个政权邀请迁徙的中原名士

有 １０ 人，如荀彧、荀谌、辛评、郭图，《三国志·荀彧

传》载：“冀州牧同郡韩馥遣骑迎之，莫有随者，（荀）
彧独将宗族至冀州。 而袁绍已夺馥位，待彧以上宾

之礼。 彧弟 （荀） 谌及同郡辛评、郭图，皆为绍所

任。”③辛毗，“随兄（辛）评从袁绍”④。 许靖，“刘璋

遂使使招（许）靖，靖来入蜀”⑤。 陈袛，“许靖兄之

外孙也。 少孤，长于靖家”⑥。 陈裕，陈袛之子，
“（后主）拔（陈袛）次子裕为黄门侍郎”⑦。 来敏，
“汉末大乱，（来）敏随姊奔荆州，姊夫黄琬是刘璋祖

母之侄，故璋遣迎琬妻，敏遂俱与姊入蜀，常为璋宾

客”⑧。 程秉，“（孙权）以礼征（程）秉，既到，拜太子

太傅”⑨。
这批中原名士中，荀彧是东汉名士荀淑之孙，荀

谌为荀彧从弟，故皆为儒家士大夫；辛评、辛毗兄弟

与颍川士大夫陈群并知名，“号曰辛、陈、杜、赵”⑩，
故颍川辛氏亦属儒家士大夫； 颍川太守阴修曾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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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图为吏”，故郭图应是儒家士大夫；许靖曾“察
孝廉”，陈袛为许靖兄之外孙，陈裕为陈袛之子，故
此三人亦皆为儒家士大夫；来敏入蜀后与许慈、孟光

等人共“典掌旧文”，属于儒家士大夫；程秉“博通

五经”，亦为儒家士大夫。
２．避乱保身

因避乱而迁徙的中原名士大约有 １５ 人，如胡

昭，“始避地冀州，亦辞袁绍之命，遁还乡里”；应
劭，“弃官赴袁绍。 后太祖定冀州， （应） 劭时已

死”；司马徽，“有人伦鉴识，居荆州”；杜袭、繁
钦，“（杜）袭避乱荆州，刘表待以宾礼。 同郡繁钦数

见奇于表，袭喻之曰：‘吾所以与子俱来者，徒欲龙

蟠幽薮，待时凤翔’”；赵俨，“避乱荆州，与杜袭、
繁钦通财同计，合为一家”；邯郸淳，“初平时，从
三辅客荆州”；徐庶、石韬，“初平中，中州兵起，
（徐庶）乃与（石）韬南客荆州”；孟建，“亮在荆州，
以建安初与颍川石广元（石韬）、徐元直（徐庶）、汝
南孟公威（孟建）等俱游学”；王儁，“公车征，不
到，避地居武陵”；和洽认为，“‘荆州刘表无他远

志，爱人乐士，土地险阻，山夷民弱，易依倚也。’遂

与亲旧俱南从表，表以上客待之”；许劭，“或劝

（许）劭仕，对曰：‘方今小人道长，王室将乱，吾欲避

地淮海，以全老幼。’乃南到广陵”；袁忠，“及天下

大乱，（袁）忠弃官客会稽上虞”；胡综，“少孤，母
将（胡综）避难江东”。

避乱迁徙的中原名士大多属于儒家士大夫，如
胡昭重礼并且“内秉纯洁”；应劭曾“举孝廉”；
司马徽，“（尹默）从司马德操、宋仲子等受古学。 皆

通诸经史，又专精于左氏《春秋》”；杜袭祖父杜根

曾“举孝廉”；繁钦，“以文才机辩，少得名于汝、
颍”；赵俨，“与同郡辛毗、陈群、杜袭并知名”；邯
郸淳，“《魏略》以遇及贾洪、邯郸淳、薛夏、隗禧、苏
林、乐详等七人为儒宗”；王儁“少为范滂、许章所

识，与南阳岑晊善”；和洽曾 “举孝廉”；许劭，
“少峻名节，好人伦，多所赏识”；袁忠出身四世三

公的汝南袁氏，也属儒家士大夫。 其他则为非儒家

寒族，如徐庶，“本单家子，少好任侠击剑”，属于非

儒家寒族；石韬，“（徐庶）遂与同郡石韬相亲爱”，

石韬门第应是不高，故与同属寒族的徐庶亲善；孟建

与徐庶、石韬、诸葛亮一起游学荆州，并且彼此友善，
故孟建亦属非儒家寒族；胡综，“性嗜酒，酒后欢呼

极意，或推引杯觞，搏击左右”，胡综平时不恪守儒

家行为规范，有放任、不拘礼法的表现，应是出身非

儒家寒族。
３．立功立事

立功立事是士人的政治理想，除因受邀和避乱

等有明确迁徙原因的名士外，那些没有迁徙原因而

又有明确立功立事政治抱负的名士，本文将之归于

此类。 如冯熙，“权之为车骑，（冯）熙历东曹掾”；
周昭，“后为中书郎”；屈晃，“尚书仆射屈晃率诸

将吏泥头自缚，连日诣阙请和”；陈化，“权以（陈）
化奉命光国，拜犍为太守，置官属。 顷之，迁太常，兼
尚书令”；邓芝，“汉末入蜀，未见知待”，“（邓）芝
闻巴西太守庞羲好士，往依焉”；郭嘉，“北见袁

绍，谓绍谋臣辛评、郭图曰：‘（袁绍）多端寡要，好谋

无决，欲与共济天下大难，定霸王之业，难矣！’于是

遂去之”；吕范谓孙权曰：“今舍本土而托将军者，
非为妻子也，欲济世务。 犹同舟涉海，一事不牢，即
俱受其败。 此亦范计，非但将军也。”吕蒙，“少南

渡，依姊夫邓当”，“（吕）蒙曰：‘贫贱难可居，脱误有

功，富贵可致。 且不探虎穴，安得虎子？’母哀而舍

之”；何定，“本孙权给使也，后出补吏。 （何）定佞

邪僭媚”，“而皓信任，委以众事”；李严，“曹公入

荆州时，（李）严宰秭归，遂西诣蜀，刘璋以为成都

令，复有能名”；陈到，“自豫州随先主，名位常亚

赵云，俱以忠勇称”；魏延，“以部曲随先主入蜀，
数有战功，迁牙门将军”。

关于这批中原名士的阶层特点，分析如下。 冯

熙曾使于魏，担心“危身辱命，乃引刀自刺”，周昭

曾“与韦曜、薛莹、华覈并述《吴书》”，屈晃“志匡

社稷，忠谏亡身”，陈化“正色立朝”，从这些人的

事迹来看，他们都属于儒家士大夫，邓芝为东汉功臣

邓禹之后，也属儒家士大夫；郭嘉曾被陈群指责“不
治行检”，平时不注重儒家道德修养和行为规范，
属于非儒家寒族；吕范、吕蒙皆为武将，亦为非儒家

寒族；何定为人佞邪，缺乏儒家道德修养，应是出身

非儒家寒族；李严“少为郡职吏”，门第卑微，属于

非儒家寒族；陈到、魏延皆为武将，故属非儒家寒族。
４．意外滞留

汉末社会动荡，交通不便，一些中原名士在游历

过程中阻于路途，遂留在受阻之地，如荀攸，“以蜀

汉险固，人民殷盛，乃求为蜀郡太守，道绝不得至，驻
荆州”；吕乂，其父吕常“送故将刘焉入蜀，值王路

隔塞，遂不得还”。 荀攸是荀彧从子，故属儒家士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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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 吕乂为官“持法刻深”，好法术之治，属于非

儒家寒族。
由上述可知，其一，移民类型方面。 中原名士流

迁诸政权的类型主要是避乱保身并立功立事，共有

２７ 人，占了中原名士流迁诸政权总数的 ６９．２％。 其

次是受邀而来的，共有 １０ 人，占了中原名士流迁诸

政权总数的 ２５．６％。 最后是意外滞留的，共有 ２ 人，
占了中原名士流迁诸政权总数的 ５．２％。 可见，汉末

中原名士流迁诸政权的主要目的是在避乱保身的同

时实现立功立事的抱负。 其二，阶层文化特点方面。
在这批中原名士中，儒家士大夫和非儒家寒族各有

２７ 人和 １２ 人，分别占了中原名士流迁诸政权总数

的 ６９．２％和 ３０．８％，即汉末流迁诸政权的中原名士

主要是儒家士大夫。 虽然以上统计数据与当时的实

情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但是据此分析中原名士流迁

诸政权的类型及其阶层文化特点应有所助益。

二、中原名士选择迁居地的影响因素

汉魏之际，由于中原名士流迁诸政权的主要目

的是避乱保身的同时立功立事，故其选择流迁地有

着多方面的原因和考虑。
１．政治和经济环境

东汉末年，由于冀州、荆州、蜀地和江东物产丰

富，受到中原战乱的影响较小，故中原名士大多以这

些地区作为流迁目的地。
一是冀州政权。 《三国志·武帝纪》注引《英雄

记》曰：“董卓举（韩馥）为冀州牧。 于时冀州民人殷

盛，兵粮优足。”又，《后汉书·袁绍传》载：“冀州

天下之重资。”“冀州虽鄙，带甲百万，谷支十年。”

冀州不仅经济富庶，而且政权内部较早安定了下来，
对中原名士来说是一个理想的避乱之地。 冀州还是

一个用武之地，《三国志·和洽传》载：“冀州土平民

强，英桀所利，四战之地。”因此，冀州稳定的政治

环境吸引了中原名士选择此地以立功立事。
二是荆州政权。 《三国志·鲁肃传》载：“夫荆

楚与国邻接，水流顺北，外带江汉，内阻山陵，有金城

之固，沃野万里，士民殷富，若据而有之，此帝王之资

也。”荆州不仅具有优越的物产资源条件和自然人

文环境，而且是一个成就帝王之业的地方。 由于荆

州牧刘表联合当地大族铲除了荆州的宗族势力，使
政权内部较早安定了下来，故中原名士选择流迁荆

州以期在保身全家的同时建功立业。

三是蜀地政权。 《三国志·诸葛亮传》载：“益
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

业。”“蜀土富实，号称天府，昔诸葛武侯欲以抗衡

中国。”蜀地经济富庶，地势险峻，适合割据称霸。
由于蜀地受到中原战乱的影响较小，政权稳定，故中

原名士选择避乱蜀地以立功立事。
四是江东政权。 《史记·货殖列传》载：“楚越

之地，地广人希。” “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 “是故

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江东不

仅物产丰富，而且在儒家士大夫刘繇、王朗等人的治

理下，政权稳定，故中原名士流迁扬州者众，如许劭，
“遂复投扬州刺史刘繇于曲阿”。 又，《三国志·
许靖传》载：“会稽太守王朗素与（许）靖有旧，故往

保焉。”

可见，汉魏之际，中原名士为避乱保身并立功立

事，大多选择流迁至政治环境相对安定，经济环境较

为优越并且具有发展前途的地区，从而可以实现其

立功立事的抱负。
２．统治者的出身及其政策

中原名士选择流迁的目的地，不仅由于其地物

产丰富、政治安定，也与这片土地的统治者的出身及

其施行的政策存有关联。
其一，冀州政权。 冀州的前后统治者分别为颍

川名士韩馥和汝南名士袁绍，由于他们与流迁冀州

的中原名士有着密切的地缘关系且同属儒家士大夫

阶层，故吸引了大批中原名士前来依附。 此外，中原

名士深得袁绍信赖，大多被委以重任。 《三国志·
袁绍传》注引《献帝传》曰：“（袁绍）乃分监军为三

都督，使（沮）授及郭图、淳于琼各典一军。”林国

赞论曰：“然正惟策出于（沮）授，（袁）绍故不从，若
（郭）图则无不从矣。 图无计不左。”可见，袁绍对

中原名士甚是信任，这也是其流迁并定居冀州的主

要原因之一。
其二，荆州政权。 荆州牧刘表作为党人名士，

看重经明行修之士，积极招引儒家士大夫。 《三国

志·武帝纪》注引《魏略》曰：“三辅乱，（王）忠饥乏

啖人，随辈南向武关。 值娄子伯为荆州遣迎北方客

人。”由刘表遣人“迎北方客人”，可见其招引儒家

士大夫的积极态度。 刘表还执行儒家宽和有礼之

政，在荆州“起立学校，博求儒术”。 在刘表一系

列政治、文化政策下，荆州“开土遂广，南接五领，北
据汉川，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有着良好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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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和文化环境，是流寓士人理想的避乱之地。 因此，
在刘表统治荆州时期，“关西、兖、豫学士归者盖有

千数，表安慰赈赡，皆得资全”，其中亦包括来自豫

州的中原名士。
其三，蜀地政权。 《后汉书·刘焉传》载：“（刘

焉）以宗室拜郎中”，“举贤良方正”。刘焉、刘璋父

子作为儒家士大夫，为政“务行宽惠”，故吸引了

一批中原名士前来依附。 虽然刘备、诸葛亮出身非

儒家寒族，但是其采取“荣恩并济”的统治策略

并执行“功以才成，业由才广”的用人政策，任人

唯才，故亦吸引了一批中原名士定居于蜀地。
其四，江东政权。 汉末江东的前期统治者皆为

儒家士大夫并执行宽和之政，比如扬州刺史刘繇

“藻厉名行，好尚臧否”，会稽太守王朗“居郡四

年，惠爱在民”，豫章太守华歆“为政清静不烦，吏
民感而爱之”。 在诸儒家士大夫的宽和之政下，中
原名士纷纷南渡江东以求保全。 江东政权的后期统

治者虽出身非儒家寒族，但是其善于用人，比如孙

策“性阔达听受，善于用人”，孙权“性度弘朗，仁
而多断”。 孙策在临死前谓孙权曰：“举贤任能，
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孙策希望孙权能

够“举贤任能”，善于用人，争取那些流寓之士和江

东土著的归心，从而实现孙吴政权的稳固发展。
可知，汉末冀州、荆州政权的统治者以及蜀地和

江东政权的前期统治者皆为儒家士大夫，执行儒家

宽和之政，故吸引了大批中原名士前来依附。 虽然

蜀地和江东政权的后期统治者皆出身非儒家寒族，
但是由于其善于用人，任人唯才，故中原名士逐渐进

入其政权之中并长期定居于流迁地。 所以，流迁地

的政治、经济环境以及统治者的出身和政策对中原

名士选择流迁地具有较大的影响。

三、中原名士流迁对诸政权政治和社会文化的影响

汉末中原名士流迁诸政权者多为儒家士大夫，
具有较高的儒学文化素养，他们在流迁地定居下来

后，就会进行一些政治和社会文化活动，故中原地区

的思想观念和文化风尚逐渐在流迁地传播开来。
１．中原名士“清贫守约”的生活风尚及其影响

汉魏之际，中原名士在诸政权中大多具有“清
贫守约”的生活习惯，不仅传播了中原名士重义轻

利的思想观念，而且对诸政权的奢靡之风有一定的

遏制作用。

如荀攸， 《三国志·荀彧传》 载： “（荀） 彧及

（荀）攸并贵重，皆谦冲节俭，禄赐散之宗族知旧，家
无余财。”又，《三国志·荀攸传》注引《魏书》载太

祖令曰：“荀公达（荀攸）真贤人也，所谓‘温良恭俭

让以得之’。”荀攸先是寓居荆州，后来进入曹氏

政权。 由于荀攸具有俭朴的生活习惯，故其隐居荆

州期间以及在曹氏政权中都是注重节俭的。
和洽，《三国志·和洽传》载：“（和洽）转为太

常，清贫守约，至卖田宅以自给。”又，《三国志·
和洽传》载和洽言曰：“俭素过中，自以处身则可，以
此节格物，所失或多。”和洽在曹氏政权中是具有

“清贫守约”这一生活习惯的，故其寓居荆州期间很

可能亦如此。
赵俨、杜袭、繁钦，《三国志·赵俨传》载：“（赵

俨） 避乱荆州， 与杜袭、 繁钦通财同计， 合为一

家。”赵俨、杜袭、繁钦三人避难荆州，在生活上比

较拮据，故“通财同计，合为一家”，即为了生计，把
三家的财物放在一起进行共享。 这不仅反映了三人

关系密切、互相接济，而且反映出三人在荆州生活艰

辛、贫困。
司马徽，《世说新语·言语》注引《司马徽别传》

曰：“有人临蚕求簇箔者，（司马）徽自弃其蚕而与

之。 或曰：‘凡人损己以赡人者，谓彼急我缓也。 今

彼此正等，何为与人？’徽曰：‘人未尝求己，求之不

与将惭。 何有以财物令人惭者！’” 又，《全后汉

文》卷八六《司马徽诫子书》曰：“闻汝充役，室如悬

磬，何以自辨？ 论德则吾薄，说居则吾贫，勿以薄而

志不壮，贫而行不高也。”司马徽寓居荆州期间是

轻财尚义的。 此外，司马徽还训诫其子也要轻财尚

义，不要因生活上的贫困而影响德行的高尚。
中原名士不仅在荆州生活清贫，而且在其他流

迁地亦具有“清贫守约”的生活习惯。 比如蜀汉政

权中的汝南人许靖，南阳人吕乂、邓芝等。 许靖在家

乡汝南生活俭朴，曾“以马磨自给”，后来流迁蜀

地，仍然保持着此种生活习惯。 《三国志·许靖传》
载：“自流宕已来，（许靖）与群士相随，每有患急，常
先人后己，与九族中外同其饥寒。”因此，许靖是一

位轻财尚义之士。 吕乂，“历职内外，治身俭约”。
邓芝，“身之衣食资仰于官，不苟素俭，然终不治私

产，妻子不免饥寒，死之日家无余财”。 可见，吕
乂、邓芝皆具有“清贫守约”的生活风尚。

还有孙吴政权中的汝南人吕蒙、陈化等。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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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志·吕蒙传》载：“（吕）蒙未死时，所得金宝诸赐

尽付府藏。 敕主者命绝之日皆上还，丧事务约。”

孙权曾称赞吕蒙曰：“人长而进益，如吕蒙、蒋钦，盖
不可及也。 富贵荣显，更能折节好学，耽悦书传，轻
财尚义，所行可迹，并作国士，不亦休乎！” 《三国

志·吴主传》注引《吴书》曰：“（陈化）正色立朝，敕
子弟废田业，绝治产，仰官廪禄，不与百姓争利。”

可知，吕蒙、陈化亦具有“清贫守约”的生活习惯。
可见，中原名士在各政权中皆有“清贫守约”的

生活习惯，这不仅是儒家重义轻利思想观念的影响，
而且是出于遏制诸政权奢靡之风的考虑。

一是荆州政权。 荆州本土大族和刘表亲信大多

生活奢靡、家财丰富。 蔡瑁，襄阳人。 “性豪自喜，
少为魏武所亲”，“（蔡）瑁家在蔡洲上，屋宇甚好，四
墙皆以青石结角。 婢妾数百人，别业四五十处”。

李立，涿郡人。 赵一清曰：“汉末刘表将李氏甚富，
有奴仆数百，立垒保此。 一清案：李氏疑即立也。”

赵一清认为刘表将李氏是曹操平荆州后任命的荆州

刺史李立，虽然并不确凿，但是刘表手下有位姓李的

大将，得到刘表的信任，并且家财丰裕、生活奢侈应

是属实。
二是蜀汉政权。 《三国志·董和传》载：“蜀土

富实，时俗奢侈，货殖之家，侯服玉食，婚姻葬送，倾
家竭产。”蜀地具有奢侈的风俗习惯，统治阶层亦

难免受此风俗的影响，故追随刘备、诸葛亮入蜀的士

人中即有家财丰裕、生活奢侈者。 麋竺，东海人，
“（麋竺）祖世货殖，僮客万人，赀产巨亿”，“竺雍容

敦雅，而干翮非所长。 是以待之以上宾之礼，未尝有

所统御。 然赏赐优宠，无与为比”。麋竺“赀产巨

亿”，生活奢侈。
三是江东政权。 《三国志·贺齐传》载：“（贺）

齐性奢绮，尤好军事，兵甲器械极为精好，所乘船雕

刻丹镂，青盖绛襜，干橹戈矛，葩瓜文画，弓弩矢箭，
咸取上材，蒙冲斗舰之属，望之若山。”又，《三国

志·吕范传》注引《江表传》曰：“人有白（吕）范与

贺齐奢丽夸绮，服饰僭拟王者。 权曰：‘昔管仲逾

礼，桓公优而容之，无损于霸。 今子衡、公苗，身无夷

吾之失，但其器械精好，舟车严整耳，此适足作军容，
何损于治哉？’告者乃不敢复言。”江东大族贺齐

等人生活奢侈，孙权却对其采取包容的态度，这在一

定程度上促使了奢侈风气在孙吴上层社会盛行。
值得注意的是，统治阶层日常生活中的奢侈会

产生经济利益的矛盾，从而引发严重的政治利益冲

突，进而影响政权的兴衰。 比如袁绍政权中，南阳士

人许攸与河北士人审配皆好治私产，生活奢侈，《三
国志·武帝纪》载：“（袁）绍谋臣许攸贪财。”又，
《后汉书·袁绍传》载：“审配宿以骄侈为（袁）谭所

病。”两人生活中的奢侈引发了彼此之间的经济利

益矛盾，故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许攸在官渡战时的

叛袁归曹。 《三国志·荀彧传》载：“审配以许攸家

不法，收其妻子。 攸怒叛绍。”许攸叛袁归曹这一

现实教训不仅对袁绍政权影响深远，而且对蜀汉政

权亦具有鉴戒作用。中原名士流迁诸政权后，应是

吸取了这一教训，故通过自身的“清贫守约”来遏制

政权内部的奢靡之风，缓和经济利益矛盾。
可见，汉末诸政权内部的土著士人和统治者的

亲信大多生活奢侈，中原名士作为流寓之士，不仅保

持着其重义轻利的思想观念，而且对诸政权具有较

强的依附性和寄生性。 在此种义利观和流寓特性的

影响下，中原名士为了自身和诸政权的稳定发展，需
要遏制奢侈风气的继续蔓延，故其在日常生活中

“轻财尚义”“清贫守约”。
２．中原名士的学术文化风尚及其影响

葛剑雄认为：“人口在空间的流动，实质上也就

是他们所负载的文化在空间的流动。 所以说，移民

运动在本质上是一种文化的迁移。”由于这批中原

名士大多属于儒家士大夫，随着他们在诸政权的学

术和社会文化活动的展开，逐渐对流迁地的文化风

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是学术风尚方面。 中原名士大多崇尚古文经

学并擅长术数。 如司马徽，《三国志·尹默传》载：
“益部多贵今文而不崇章句，（尹）默知其不博，乃远

游荆州，从司马德操、宋仲子等受古学。 皆通诸经

史，又专精于左氏《春秋》。”司马徽不仅擅长古文

经学，而且精通易学和术数，“初，丹杨刁玄使蜀，得
司马徽与刘廙论运命历数事。 玄诈增其文以诳国人

曰：‘黄旗紫盖见于东南，终有天下者，荆、扬之君

乎’”。 来敏曾 “典掌旧文”，向朗 “但讲论古

义”，程秉“与刘熙考论大义，遂博通五经”，征崇

“治《易》、《春秋左氏传》，兼善内术”。 他们都是

古文经学者。 赵达擅长“九宫一算之术，究其微旨，
是以能应机立成，对问若神，至计飞蝗，射隐伏，无不

中效”。 可见，赵达术数甚为高超。
中原名士在流迁地的学术文化活动，逐渐对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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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地的学风产生了影响。 向朗，襄阳人，“少师事司

马德操”。 向朗作为司马徽的学生，应是继承了司

马徽古文经学的治学方法，故“但讲论古义”。 梓

潼人李仁、李譔、尹默等。 李仁，“益部多贵今文，而
不崇章句。 仁知其不博，乃游学荆州，从司马德操、
宋仲子受古学，以修文自终也”。 李譔，“与同县

尹默俱游荆州，从司马徽、宋忠等学。 譔具传其业，
又从默讲论义理，五经、诸子，无不该览，加博好技

艺，算术、卜数、医药、弓弩、机械之巧，皆致思焉”。
尹默“又专精于左氏《春秋》，自刘歆条例，郑众、贾
逵父子、陈元、服虔注说，咸略诵述，不复按本”。
他们都是古文经学者。 吴郡人高岱、韦曜，会稽人虞

翻等。 高岱，“（孙策）闻其善《左传》，乃自玩读，欲
与论讲”。 韦曜，“作《官职训》及《辩释名》各一

卷”。 虞翻，“为《老子》、《论语》、《国语》训注，皆
传于世”。 高岱擅长《左传》，属于古文经学者。
韦曜、虞翻擅长名物、文字训诂，与古文经学的学术

旨趣相符。 吴范，会稽人，“每有灾祥，辄推数言状，
其术多效，遂以显名”。 吴范病卒后，“（孙）权追

思之，募三州有能举知术数如吴范、赵达者，封千户

侯，卒无所得”。 可见，中原名士的学术文化风尚

对诸政权的学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是清议之风方面。 司马徽， “清雅有知人

鉴”。 司马徽擅长清谈，素有人伦鉴识高名。 王儁

“称公有治世之具”，即王儁曾对曹操加以褒奖，
故具有较高的人伦鉴识。 汝南人许劭，“少峻名节，
好人伦，多所赏识”。 颍川人周昭，“其论平情准

理，不为低昂，则在当时，臧否人物，当具有特识”。
故许劭、周昭皆具有较高的人伦鉴识。

中原名士在流迁地的清议活动，也逐渐对流迁

地的士人品评风尚产生了影响。 庞统，襄阳人，曾得

司马徽奖拔而显名，故其奖拔人物之爱好应是受到

了司马徽的影响。 《三国志·庞统传》载：“后郡命

（庞统）为功曹。 性好人伦，勤于长养。 每所称述，
多过其才。”庞统性好品评人物，“每所称述，多过

其才”，即庞统的清谈品评主要也是褒奖人物。 向

朗曾师事司马徽，也是以奖拔人物为主，故“开门接

宾，诱纳后进”。 吴郡人顾邵、陆喜、暨艳、张温、沈
友等。 顾邵“好乐人伦”，陆喜“好人伦”，暨艳

“好为清议”，张温“亢臧否之谭，效褒贬之议”，
沈友“清议峻厉”。 他们都擅长品评人物。 可见，
中原地区的品评清议之风对诸政权的士风亦具有重

要的影响。
三是通脱之风方面。 司马徽，《三国志·庞统

传》注引《襄阳记》曰：“德操（司马徽）尝造德公，值
其渡沔，上祀先人墓，德操径入其室，呼德公妻子，使
速作黍，‘徐元直向云有客当来就我与庞公谭。’其

妻子皆罗列拜于堂下，奔走供设。 须臾，德公还，直
入相就，不知何者是客也。”司马徽拜访庞德公毫

不顾忌繁文缛节，为人可谓通脱自然。 胡综，《三国

志·胡综传》载：“（胡综）性嗜酒，酒后欢呼极意，或
推引杯觞，搏击左右。”可见，胡综的言行亦不拘礼

节，为人较为通脱。
中原名士在流迁地的通脱行为，逐渐对流迁地

的士人行为风尚产生了影响。 来敏，南阳人，“前后

数贬削，皆以语言不节，举动违常也”。 来敏的

“举动违常”即通脱不羁的表现。 向朗，襄阳人。 向

朗平时“不治素检”，为人可谓通脱放达。 孙坚、
孙策、孙权，吴郡人。 孙坚，“性阔达”。 孙策“性
阔达听受”。 孙权 “性度弘朗”。 这里的 “阔

达”、“弘朗”即大度、放任而不拘礼法的意思。 陈寿

有评曰：“（孙坚、孙策）皆轻佻果躁，陨身致败。”

关于“轻佻”的涵义，王永平指出：“（寒门人物）在行

为上不恪守儒家仁孝规范，时有放任、不拘礼法的表

现。 对此，当时人们斥之为 ‘通脱’、‘轻脱’、‘放

荡’、‘佚荡’、 ‘轻易’、 ‘简易’、 ‘轻佻’、 ‘佻易’
等。”吕思勉认为，不仅孙坚、孙策轻佻果躁，孙权

及孙吴诸将亦如此，认为这是一时风气使然。易言

之，孙氏父子及其诸将的“轻佻果躁”不仅与他们的

阶层文化特点有关，而且还与当时的社会风气存有

一定的关联。 这种“轻佻” “通脱”的社会风气一定

程度上应是受到了中原名士通脱之风的影响。
汉魏之际，流迁的中原名士大多属于儒家士大

夫，故流迁地的政治、经济环境以及统治者的出身和

政策对其选择流迁地具有较大的影响。 中原名士对

诸政权具有较强的依附性和寄生性，因此他们依靠

自身的“清贫守约”来谨慎生存，但是其重义轻利的

思想观念和文化风尚亦逐渐对流迁地产生了影响。

注释

①唐长孺指出：“东汉时期，豫州境内颍川、汝南、南阳诸郡文化水平

高，是人才集中之地。”参见唐长孺：《东汉末期的大姓名士》，《魏晋

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２０１１ 年，第 ４３ 页。 唐长孺还指出：“名
士即有声名者，是习见于东汉的一种称号。” “这些名士都‘刻情修

容，依倚道艺，以就其声价’。 ‘依倚道艺’是指依托经术，也就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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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刻情修容’是指在操行上刻意追求儒家所提倡的‘孝义’等

伦理标准以至于矫揉造作。 只有做到这两条也就是所谓‘经明行

修’，才能博取声名抬高身价，即所谓‘以就其声价’，成为名士。”参
见唐长孺：《东汉末期的大姓名士》，《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中华

书局，２０１１ 年，第 ４１—４２ 页。 陈寅恪认为：“故其（儒家士大夫）学为

儒家之学，其行自必合儒家之道德标准，即仁孝廉让等是。”参见陈

寅恪：《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金明馆丛稿初

编》，三联书店，２０１５ 年，第 ４８ 页。 因此，本文将“有声名者”称为名

士，所论述的名士根据其阶层文化特点分为儒家士大夫和非儒家寒

族两大类。 此外，本文将汝南、颍川、南阳诸郡的名士统称为中原名

士。 ②万绳楠：《解开千年之谜〈短歌行·对酒当歌〉》，《纪念陈寅恪

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９ 年，第 ９８—１０７
页。 ③④⑤⑥⑦⑧⑨⑩



陈寿：《三国志》，中华书局，１９８２ 年，第 ３０８、６９５、９６６、９８７、
９８７、１０２５、１２４８、６７１、３９２、９６３、１０２３、１２４８、３６２、１１、６６４—６６５、６６８、
６０３、９１４、９１１、３１、６５５、１４１３、３６３、１０２６、６０３、６７１、４２０、３１、６５５、９１４、
１４１８、１１３０、１２４２、１３６９、１１３２、１０７１、４３１、１３０９—１３１０、１２７３、１１７０、９９８、
１０８４、１００２、１１３１、１２４２、１３７０、１１３２、４３５、９９８、３２１、９８８、６、６５５、１２６９、
９１２—９１３、９６３、 １９７、 １８、 ８６７、 ９１７、 ９８６、 １１９４、 ４０７、 ４０１、 １１０４、 １１１５、
１１０９、３１６、３２５、６５７、６５５、６６８、９６３、９６４、９８８、１０７３、１２８０、１２７５、１１３２、
９７９、９６９、 １３８０、 １３１１、 ２１、 ３１４、 １０２６、 １１６８、 １０２３、 １０１０、 １２４８、 １２４９、
１４２４、１０１０、１０１０、１０２６—１０２７、１０２６、１１０９、１４６３、１３２１—１３２２、１４２１、
１４２３、９５３、 ３１、 ９５３、 １０１０、 １２２９、 １３３８、 １３３０、 １３３２、 １１１７、 ９５４、 １４１８、
１０２５、１０１０、１０９３、１１０４、１１１５、１１１３ 页。 刘义庆撰，、刘孝标注、余
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２０１５ 年，第 ７３、７３ 页。 
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１９６５ 年，第 ２２３５、
１５２６、１６０９、１８３９、２２３４、２３７７—２３７８、２２３５、２４２１、２４３１、２４０３、２２３４ 页。
房玄龄等：《晋书》，中华书局，１９７４ 年，第 ２１６８ 页。 司马迁：《史
记》，中华书局，１９５９ 年，第 ３２７０ 页。 陈寿撰，裴松之注，卢

弼集解，钱剑夫整理：《三国志集解》，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２ 年，第
６９８、７５２—７５３、７６３、３２１８ 页。 《后汉书》卷七四《刘表传》载：“鲁
恭王之后也。 身长八尺余，姿貌温伟。 （刘表）与同郡张俭等俱被讪

议，号为‘八顾’。”第 ２４１９ 页。 陈寅恪指出：“然则当东汉之季，其
士大夫宗经义，而阉宦则尚文辞。 士大夫贵仁孝，而阉宦则重智

术。”参见陈寅恪：《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金
明馆丛稿初编》，三联书店，２０１５ 年，第 ４８ 页。 陈寅恪指出：“（刘
备）实亦等于寒族。 诸葛亮为诸葛丰的后代，是世家相传的法家。”
参见万绳楠整理：《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黄山书社，２０００
年，第 ２６ 页。 关于富春孙氏的出身，《三国志》卷四六《孙策传》载
陈寿评曰：“（孙坚）孤微发迹。” （第 １１１２ 页）又，《宋书》卷二七《符
瑞志》载：“孙坚之祖名钟，家在吴郡富春，独与母居。 性至孝。 遭岁

荒，以种瓜为业。”第 ７８０ 页。 田余庆指出：“孙氏门寒，家世不详。”
参见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中华书局，２０１１ 年，第 ２６８ 页。 王永

平认为：“孙坚之阶级出身当属非儒家之寒门，与曹魏、蜀汉统治者

相同。”参见王永平《孙吴政治与文化史论》，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５
年，第 ５ 页。 可见，富春孙氏应是出身非儒家寒族。 严可均辑：
《全后汉文》卷八六，中华书局，１９５８ 年，第 ９３８ 页。 蜀汉政权中，
诸葛亮对许攸的叛袁归曹也是深以为鉴。 清人何焯对诸葛亮纵容法

正纵横蜀郡之中的原因有如下案语：“诸葛公方以审配不容许攸为

鉴也。”参见何焯撰、崔高维点校的《义门读书记》卷二七《三国志》，
中华书局，１９８７ 年，第 ４６４ 页。 法正可谓蜀汉政权的一流谋士，深得

刘备宠遇。 如果诸葛亮依法惩治纵横的法正，很可能会导致法正的

叛逃，带来不必要的人才损失。 可见，许攸叛袁归曹所导致的严重后

果对汉末诸政权具有一定的鉴戒作用。 葛剑雄、曹树基、吴松弟：
《简明中国移民史》，福建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 年，第 ５８６ 页。 常璩

撰：《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任乃强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７ 年，第
６１３ 页。 王永平：《孙吴统治者之文化特征及其与儒学士大夫之政

治关系》，《南都学坛》（人文社会科学学报）２０１１ 年第 ２ 期。 吕思

勉：《吕思勉读史札记》，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５ 年，第 ８４５—８４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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